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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蒙卓越的著述代表了一种重建行政科学的理论努力，他力图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公共

行政领域，尝试过引入逻辑实证主义来重建一门更加有效率的行政科学，并为这一科学领域确立了一个实

证主义的议程。西蒙希望这种行政科学具有可操作性，能够反映客观经验事实，能够说明组织中每个人做

出了什么决策，以及他在做决策时受哪些因素影响。要言之，“决策”构成了西蒙行政思想的核心。西蒙的

这一研究模式与进步主义的思维相一致，并且与政治科学的行为革命相互呼应，从而成为解决公共行政中

效率问题的一种令人兴奋的研究途径，至今依然是思考公共行政的一种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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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公共行政学说史上，西蒙（Herbert Simon，1916－2001）可以称得上是唯一的

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一生的研究范围几乎横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以及计算机等多

个自然学科，令人叫绝的是，他在上述每一个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他的官方简历中，

所列举的公开发表的著述多达 900 余项
①
。西蒙的这些成就，无疑成就了公共行政学史一段

难得的佳话。不管西蒙在其他学科走得有多远，他始终是公共行政领域的一面旗帜、一个标

杆。其卓越的著述代表了一种重建行政科学的理论努力，他力图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应用

于公共行政领域，尝试建立一种普遍主义的行政科学，并为这一科学领域确立了一个实证主

义的议程。 

 

一、西蒙行政理论的思想渊源 

 

任何一种思想都不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形成与发展的背后往往有着错综复杂的

影响因素。这对西蒙来说也不例外，在其行政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乃是其

思想渊源，包括他所师承的逻辑经验主义、行为主义政治科学以及巴纳德等人的智慧启迪。

准确、细致地把握这一关键因素，不仅有助于恰当地理解西蒙在西方行政思想史上的独特地

位，也有助于真正地把握西蒙行政思想的历史意义与局限。 

 

                                                        
 颜昌武，暨南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① 参见卡纳基－梅隆大学（西蒙曾在该校长期供职）网站的西蒙专题：http://www.cs.cmu.edu/simon。 



（一）“社会科学家”，抑或“公共行政学之子”？ 

 

西蒙一生研究兴趣广泛，研究范围涉及政治学、公共行政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

心理学、运筹学、计算机科学等多个领域。西蒙在多个领域的卓越成就可从三个方面来加以

说明。一是从他一生所获的头衔来看：他有着“决策理论之父”的美称，也被人们誉为“人

工智能、认知科学与认知心理学的开创者”。他 1942 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并获政治

学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此后获授分布于世界各国的 25 所名牌大学的多学科名誉博士学位，

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颁授的名誉理学博士、名誉法学博士

等；先后在多所名牌大学担任多个专业的教授，如任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公共行政学教授、

伊利诺斯技术学院政治科学与社会科学系教授、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行政学教授、心理学教

授等，并曾任该校工业管理系主任等职；先后获任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科学与公共政策委员会委员、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

学院院士等。 

二是从他一生所获的荣誉和奖励来看：他于 1958 年获美国医院管理者学院管理者奖；

1969 年获美国心理学会杰出科学贡献奖──这是心理学的最高荣誉；1975 年获美国计算机

学会颁发的图灵奖──这是计算机科学的最高荣誉；1976 年获美国经济学会杰出会员奖； 

1986 年获美国国家科学奖；1988 年获美国运筹学协会和管理科学院冯·诺伊曼奖；同年获

美国心理学基金会心理科学终身成就奖；1993 年获美国心理学会终身贡献奖；1995 年获国

际人工智能学会的终身荣誉奖。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1978 年 10 月，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西蒙以诺贝尔经济学奖，理由

是他对“经济组织内的决策程序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现代企业经济学和管理研究大部分

是基于西蒙的思想”，其著作《行政行为》是一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之作。西蒙由

此成为诺贝尔奖历史上唯一的一位以非经济学家的身份而获授经济学奖的得主。有意思的

是，在西蒙离开政治学界和公共行政学界数十年之后，这两个学术领域反而给予了西蒙极高

的荣誉：1984 年他获得了美国政治科学协会颁发的麦迪逊奖；1995 年获得美国公共行政学

会的最高奖项──德怀特·沃尔多奖──这是一项以他的老对手沃尔多的名字命名的荣誉；

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对其全体会员中就 1945 年以后最重要的 10 位政治学家进行民意调查，其

结果是西蒙名列第六位。 

三是从他在学术界所引起的反响来看：西蒙一身兼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美国公共行政学

会、美国经济学会、美国哲学学会、美国心理学协会等多个专业组织的会员。当他在 1978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几乎所有的上述学科领域都称西蒙是“他们的”领域的学者

（Feigenbaum，2001）。当他于 2001 年去世后，多个学科领域都发表了一系列纪念性论文，

并称“本领域”遭遇了一大损失。 

如果将西蒙称作一位真正的“社会科学家”，这实在是一点都不过分（Fry，1986：184）。

但对公共行政学来说，这似乎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西蒙在其他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荣誉，

往往使人们容易淡忘他曾经是并且一直是一位卓越的公共行政学者。
②
奥吉尔和马奇

③
在一

                                                        
② 比如西蒙的成名作《行政行为》一书，本是他从事公共行政研究的博士论文，原名为《行政科学的逻辑



篇缅怀西蒙的论文中说，无论他在其他领域走得有多远，西蒙的学术根基始终是在公共行政

领域确立的，西蒙一生的关怀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公共行政领域，因此，“尽管西蒙影响了许

多学科，但他首先是一位政治科学家和一位公共行政学者”（Augier and March，2001：396）。

本文试图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概括西蒙与公共行政学的关联性。 

首先，西蒙的学术生涯起步于公共行政领域。西蒙早期学术著述的绝大部分都是关于公

共行政学的，比如奠定他一生学术地位的《行政行为》，就是以他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论

文《行政科学的逻辑构造》为原型的；他最早的学术论著形成于他对城市管理和公共行政的

实际关怀（Ridley and Simon，1938）。西蒙一生的著述自始至终反映了他从早期的公共行

政研究中得出的观点，“许多伴随他一生的观念和图景都是在他的公共行政研究框架中首次

得到阐明的”（Augier and March，2001：396）。正是在早期的公共行政研究中，西蒙第一

次意识到了在生活中理性地行动是困难的，但也是必要的（Augier and March，2001：401），

也第一次意识到聚焦决策问题的重要性，从而形成了他关于有限理性和科层组织的基本概

念。 

其次，从观念上看，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公共行政领域。一方面，他对公共行政领域有着

非凡的影响，几乎从一开始，他就是该领域的一股重要的智识力量，至今仍然深深地影响着

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发展（Augier and March，2001：396）。另一方面，终其一生，他都

坚持他对公共行政的唯一关怀，这就是，有限理性的人，不管是个体还是社会组织，是如何

解决问题的，他们如何才能更为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Augier and March，2001：396）。他

早年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工作使他深深地认识到，研究兴趣是由观念和实际的问题来驱动的。

他对多学科研究工作的兴趣，不仅仅是因为他相信知识的统一性，更在于他认识到多种形式

的知识处理实际问题的现实必要性。从其公共行政领域的工作中，西蒙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好的理论是从对实际问题的处理中得到的，对真实世界的严肃问题的探讨是理论进步的主要

源泉。他自始至终都相信，科学必须处理具体的、实际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必须是在理论上

富有成果且在实践上具有相关性。 

最后，西蒙学术生涯的终点也在公共行政领域。晚年的时候，西蒙一再地重返公共行政

领域。在 1995 年获得美国公共行政学会的沃尔多奖时，他就 1952 年的西沃之争作了一个总

结性的回顾（Simon，1995）；在 1997 年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年度大会上，他做了题为《为什

么是公共行政学》的演讲（Simon，1998）；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甚至不顾年事已高，经长

途旅行来到华盛顿发表约翰·高斯演讲
④
（Simon，2000）。西蒙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奥吉尔

和马奇（）认为，“可能是因为他象我们所有人一样，感觉该是回家的时候了。在深层意义

上，他是公共行政学之子，作为父母的公共行政学遭受到最大的痛苦──也享受到最高的荣

耀”（Augier and March，2001：401）。 

综上所述，公共行政学者们可以自豪地宣称，公共行政领域有理由与许多其他社会科学

领域一道分享西蒙的荣耀，正是公共行政领域的经历成就了西蒙的荣耀，反过来，西蒙的思

                                                                                                                                                               
构造》，但人们更多地是把是它当成一本管理学或经济学甚至社会学或心理学的名著来看待的。它先后有两

个中译本，但都无一例外地被翻译成《管理行为》（西蒙，1988，2004）。 
③ 奥吉尔是西蒙的学生与朋友，马奇则是西蒙的一位非常重要的合作者，曾与西蒙合著有《组织》一书。 
④ 有意思的是，沃尔多生平最后一次的公开著述也是其高斯演讲。 



想也改写了公共行政研究的剧本。 

 

（二）逻辑实证主义：西蒙思想的哲学根基 

 

西蒙一生的思想扎根于他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时期。在芝大近十年的学习生涯中，他深深

地受到了三位学者的影响，他们分别是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教授、里德利（Clarence 

Ridley）教授和梅里亚姆（Charles Merriam）教授。卡尔纳普教授的逻辑实证主义和后两

位教授的行为主义政治科学构成了西蒙行政理论的两个主要思想渊源。本文将首先讨论卡尔

纳普的逻辑实证主义及其对西蒙的影响。 

麦克斯怀特（2002：173）说：“要完整地理解赫尔伯特·西蒙的著作在公共行政学中所

引发的变革的本质，我们就必须在本体论的层面上把它和传统主义者（以沃尔多为代表──

引者注）的视角进行对比；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根本性的”。恰当地说，麦克斯怀特这里所指

“本体论层面”是就西蒙思想的哲学根基而言的。那么，应如何把握西蒙行政思想的哲学根

基呢？西蒙本人如是说：“如果要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建立在基本的原则基础上，那么这本

关于行政学的书就需要一个序言，这个序言是一篇甚至比正文还要长的哲学论文。这些必需

的观念在哲学文献中已然可得。因此，某个特殊的现代哲学学派──逻辑实证主义──所得

出的结论将被看作是起点……”（Simon,1997：55）
⑤
。在该页的脚注中，西蒙列举了他认

为属于逻辑实证主义的七本相关联的书，其中主要是艾耶尔（Alfred Ayer）和卡尔纳普的

著作。要言之，西蒙的《行政行为》一书或者说其全部的行政思想正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作为

理论根基的。 

在其自传中，西蒙回忆说，他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就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丰富的经

验主义和科学哲学的观点。他特别提到了每周的研究生聚会，而聚会的首要话题就是逻辑实

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是这个小组的主要的、或许是唯一的宗教信仰，我们轮流谈论自己

特殊的兴趣或研究计划”（Simon,1991:75）。其时，正值维也纳学派（Vienna Circle）的核

心人物卡尔纳普在芝加哥大学执教。西蒙异常勤奋地参加了卡尔纳普讲授的逻辑学和科学哲

学课程，并被这位逻辑实证主义的大师深深地吸引住了。西蒙说，“卡尔纳普对我特别重要，

因为我对社会科学中的逻辑有强烈的兴趣”（Simon,1991:53）。他特别强调，卡尔纳普传授

给了他一些如何研究科学的知识，《行政行为》一书就是以他从卡尔纳普的讲授中提炼出来

的社会科学哲学为根基的（Simon,1991:53），该书的前身是其题为《行政科学的逻辑构造》

的博士论文。再看看卡尔纳普的名著《世界的逻辑构造》，这两个标题的相似性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逻辑实证主义对西蒙的影响。 

从西蒙的文本来看，逻辑实证主义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对西蒙有着深远的影响。 

其一是价值中立取向。逻辑实证主义者坚持“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二元论，他们

声称，科学并不对它的研究对象作价值判断，它是独立于社会和道德价值的中立活动。逻辑

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艾耶尔（1981：121-123）就认为，价值不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作为

外在于客观世界之外的东西，不具有经验的性质。既然价值不是经验的事实，不可被经验证

                                                        
⑤ 下引该书，均只在文中标注页码，不再标明出处。 



实，因而，所谓的价值谓词、价值判断等都不过是妄概念和妄判断而已。由于坚持这一原则，

逻辑实证主义就从根本上放逐了价值问题。西蒙本人毫不讳言这一区分对他的影响，他说，

“逻辑实证主义为讨论‘是’与‘应该’提供了哲学基础”（p.68），在此基础上，西蒙说，

“我的根本论点是，无论多仔细，都不可能只从一系列纯粹的事实推理出一个论断”（p.68）。

多年后，他在接受戈林姆别斯基的采访时再次强调了这一点，逻辑实证主义“为事实/价值

区分提供了基础”（Golembiewski，1988b：281）。法默尔（2005：257）就此评论说：“西蒙

的文本把逻辑实证主义文本的所谓核心结论作为给定的东西加以接受（如有关事实与价值的

区分）”。 

其二是经验主义立场。逻辑实证主义最早可追溯到经验主义，西蒙承认，“如果我们用

‘经验主义’来代替‘逻辑实证主义’，该书（指《行政行为》──引者注）的整体论述也

会照常前行”（Simon,1991:68）。虽然逻辑实证主义各流派、各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不尽相

同，但都承认经验证实是一条基本原则。他们相信，科学的基础是观察，实证科学完全以经

验为基础，即以那些能够被观察和检验的事物为基础。对实证主义者来说中，研究的程序就

是从观察开始，然后进行检验。而这又是经由试验方法得以实现的：科学家通过试验来发现

客观存在，从假设中发现能够被用来预测将来可能性的普遍法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蒙

认为，“化学实验从其可重复性中获得有效性──即科学权威性；如果不能足够详细地描述

化学实验的可重复性，那它就就没什么用。在行政中，我们连说明在行政‘实验’中发生了

什么现象的本领都很匮乏──更不用说保证实验的可重复性了”（p.xi）。 

其三是科学统一观念。从历史上看，逻辑实证主义与其说是一个学派，不如说是一场运

动。参与这一运动的中心人物，大都受过科学的专门训练，他们把自己的哲学看作是从科学

研究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因而是一种与传统哲学完全不同的哲学，即科学哲学。在其《科

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中，卡尔纳普（1992a：441）阐述了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重要特

点：“逻辑分析的方法从根本上把现代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与以前的、更具有生物学-心理

学倾向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区别开来了”。换言之，逻辑实证主义的特点就在于它既是经

验主义的又是以逻辑分析方法为标志的：“我们已经根据两点规定基本上描述了科学世界观

的特点：第一，它是经验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只有来自经验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建立在直

接所予的基础之上的。第二，科学的世界观是以一定的方法即逻辑分析的运用为标志的。科

学工作努力的目标是通过将逻辑分析应用于经验材料达到统一科学”（卡尔纳普，1992a：

443）。 

这最后的一句话表明了卡尔纳普逻辑实证主义的独特之处，即旨在达到“科学统一性

（unity of science）”。所谓“科学统一性”，是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分享着同样的逻辑

基础、甚至是整个方法论基础。建立统一科学是卡氏的理想，也是其具体落实的行动纲领之

一。卡尔纳普哲学始终关注科学之间的过渡，它要建立统一的科学语言。在卡尔纳普这里，

这一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早期他坚持意义的证实原则，后期坚持意义的可验证原则。但无

论怎样变化，他始终坚持逻辑构造和以经验为基础的原则。在其《世界的逻辑构造》中，卡

尔纳普（1992b）试图从具体经验出发，建立整个的科学体系。在他的系统中的基本概念是

直接的感官印象以及它们之间的同异。表述这个世界的命题可以包含有任何概念，由含有物



理学或心理学对象的命题得出关于感官印象之间关系的命题的规则，卡尔纳普（1992b）把

它们称为这些概念的“构成”，每一个科学的基础就是概念构成的系统。卡尔纳普所谓世界

的逻辑构造就是这样借助于现代逻辑把这个概念构成的系统一步步地建立起来了。正是通过

这个纲领和口号，维也纳学派把自己的哲学观念推广到了奥地利之外的其他欧洲国家，并推

广到了美洲大陆的芝加哥大学的课堂。 

卡尔纳普主张“统一科学”，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拥有相同的方法论，任何科学理

论的推理都必须在逻辑上严密而且在经验上具有可检验性的科学哲学思想极其重要。卡尔纳

普对“统一科学”的主张影响了西蒙的一生。在选修了卡尔纳普的逻辑学和科学哲学之后，

西蒙开始仿效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决意探讨“行政科学的逻辑构造”。在西蒙

看来，“正统论”公共行政学的原则之间缺乏逻辑的严密性，必须代之以逻辑严密的行政理

论。而在其为诺贝尔奖委员会所撰写的一篇自传性文章中，西蒙说，他在各项科学研究活动

中都遵循着着两条原则的指导，这两条原则都深深地打上了“统一科学”的烙印（Assar 

Lindbeck，1992）。其第一条指导原则是“尽力用现代科学工具武装社会科学，使社会科学

逐渐成为硬科学，来更有效地对付它们面临的难题”（Assar Lindbeck，1992）。在西蒙进入

学术领域初期，他发现，在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它们对许多现实的社

会问题无法给出确切的解释，作为一名逻辑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政治科学的追随者，西蒙力

图改变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传统方式。第二条指导原则是“致力于促进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

家的关系，使他们能为解决非常复杂的公共政策问题一起发挥自己的专长”（Assar 

Lindbeck，1992）。众所周知，自然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长期处于分离状态，自然科学

家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一向采取漠视的态度，认为社会科学家的依靠个人经验来解决问题

的研究方法根本不是科学；反之，社会科学家也对自然科学家的研究感到难以理解，因而无

视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西蒙认为，我们要努力融合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鸿沟，使社

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能成为人们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要解决人类生活的大问

题，少了他们哪一方面的才智都是行不通的。他本人一生都致力于将这些领域的知识贯通起

来，并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个学科领域都取得了相当重要的成果。当他获得诺贝尔经

济学奖时，他在颁奖典礼上，仍在呼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联合起来共同处理我们社会问

题”（Simon，1979）。 

 

（三）行为主义政治科学：西蒙行政思想的方法论基石 

 

行为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说行为主义政治科学全盘接受了逻

辑实证主义的教条，但后者深刻地影响着前者的思维模式（郭正林，2003：5）。用桑德斯的

话来说，19 世纪孔德的著作及 20 世纪 20 年代“维也纳学派”是行为主义的哲学来源（马

什和斯托克，2006：42）。1930 年代中期，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研究状况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

他们认为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研究质量有问题，因为它受到了被他们认为是伪科学方法的泰勒

主义、人际关系运动和“行政原则”的束缚。当时的芝加哥大学开始有学者转而求助于逻辑

实证主义，以期将政治学和行政学解救出来，这样就兴起了行为主义政治科学。 



虽然行为主义政治科学后来有很多的变种，但大体说来，其共同的思维取向却是显而易

见的：一是政治科学可以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比如生物学或者物理学的模式）对现象进行

解释和预测，在经过检验的理论指导下提供系统的分析，以代替描述性的研究；二是政治科

学应当把自己限制在能够被观察到的现象上；制度的作用仅仅是由于制度中的行为而被视为

可以分析的；三是资料应该尽可能地数量化；四是政治科学不应该进行“纯粹的研究”，而

应该为解决既定的政治问题和实现革新的计划而开展应用研究；五是政治科学对于民主、平

等、自由等等价值的正确与否无法予以科学的证明，因此，它应该对价值持保留态度；六是

政治科学必须是跨学科的（柏伊姆，1990：78-79）。 

当西蒙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时，正值该校被称为激进主义和唯理智论的温床的时期。在芝

大校园里，有许多宗教式的哲学和政治流派，既有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托马斯主义的，也有斯

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既有非宗教的，也有天主教的。西蒙兴趣十分广泛，不仅修完

了所有的大学必修课并到各个院系修读其他课程。但当时西蒙的主要兴趣还是在政治学研究

上，他自称是一个“热情的政治动物”（Simon，1991：121）。政治学之所以吸引他是因为这

里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芝加哥学派”。传统的政治学多半是由宪法、行政法、政治哲学、政

治体制（即对正规组织结构的描述）、政府管理、国际关系和历史构成的，而芝加哥大学的

政治学则是崇尚行为主义的，这一学派的领袖，就是时任政治系主任梅里亚姆。 

梅里亚姆是一位倡导经验主义的政治科学家，也是行为主义政治科学的先驱。梅里亚姆

长期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并曾担任政治学系主任，他的一批同事和学生与之一脉相承，使芝加

哥大学在近 30 年的时间里成为行为主义的大本营，他们也成为了美国最有影响的一批政治

学学者。 

一般认为，行为主义并不是一种系统的政治学说或政治哲学，而只是政治学研究中所强

调的一种方法和手段。行为主义的发端，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美国政治学界在科学主义的

影响下所发生的关于政治学科学化的争论。现代政治学是为维护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应运而

生的，但是这样的制度在 20 世纪上半叶却卷入了两次世界大战，加上 1920－1930 年代美国

国内陷入经济大萧条中，这些都形成了对政治学的重大打击，同时也对政治学提出了重大挑

战：面对现实的政治经济危机，政治学能有何作为？该有何作为？以梅里亚姆为代表的芝加

哥学派认为，当问题出现以后，如果现有的政治学不能像经济学和社会学那样，设计出一套

解决政治经济危机的有效方案，那么政治学就必须加以重大革新（杨光斌，2005）。在这样

的大背景下，梅里亚姆试图将政治学从对国家机构的静态描述转向政治过程研究，力图建立

一种精准而普适的政治理论，最终形成了行为主义政治科学。 

在梅里亚姆之前，自然科学与政治学并没有什么联系，而且在方法上也完全不一样，自

然科学偏重于实验，而政治学则偏重于描述。科学家也做一些描述性的工作，但是，这仅仅

是说明他们的研究成果；而政治学的主流中，描述性工作被道德哲学所淹没，而且他们的研

究成果往往是经验性的，因为他们认为，人类的行为的许多现象是我们所有人都能作为日常

经验的一部分而听到看到，他们不需要借助任何工具，只要躺在安乐椅上内省就能得出结论。

梅里亚姆感到了这种研究方式的欠缺：社会科学家们不关心数据的代表性，不关心没有直接

表达在行动中的思想，不关心并非所有人的思想，由于这些欠缺，很难用与自然科学所要求



的一样的客观性标准和重复性标准来进行社会科学研究。 

梅里亚姆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他要把政治学变为一门新的科学。这一想法对西蒙后来的

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西蒙甚至认为，芝加哥学派虽然有许多特色，但“更加根本地表

现其特色的是它对政治学是一门科学的命题的承诺”（Simon，1991：60，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在梅里亚姆看来，科学家的任务就是首先对某个问题提出某种假设，然后经过精确的资料计

量和检验来确认或否定这个假设。而就政治学研究而言，其目的旨在使理智对政治过程发生

影响，从而保证和加速人类的进步。作为政治学研究的核心，政治体制为人类生活提供了一

种活动的舞台，并确立了边界和条件以形成经济和社会的体制。如何使理智对政治过程和政

治体制发生影响呢？梅里亚姆认为，只有通过对政治学开展科学研究，才能达到这一目的。

对政治学进行科学研究意味着对人类行为进行研究，因而，他呼吁采用科学的方法，特别是

采用统计学和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Simon，1991：56）。梅氏认为，理性合作对有

效的民主机制来讲是必需的，因而将理性计划的方法应用于公共资源的分配是完全有可能

的，他甚至考虑将数学方法加以运用。这样，人们就可以看到后来行为主义的大多数基本主

张的核心，即将科学的或理性的方法应用于民主与人类价值的集体选择。这无疑在政治学界

掀起了一场革命，并引发一场持续近二十年的关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争论，梅里亚姆本人也

被称学术界称为“行为主义的鼻祖”、“行为研究法的知识教父”。 

西蒙成了梅里亚姆的追随者，他称梅里亚姆是“革命力量的总指挥官和总战略家”，他

自己“只是他军队中的一个二等兵”（Simon，1991：55），但他最初的学术思想却直接受益

于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里德利教授。在求学期间，西蒙荣幸地成为了里德利的研究

助理。在担任研究助理时，西蒙以差不多每月一篇的速度，写了大量的关于不同城市部门的

估量问题的文章，虽然当时西蒙才 20 岁，但里德利对他十分信任，没有资料，他就陪着西

蒙下去调查。遇到一些学术会议他没有时间参加，他就会推荐西蒙参加并委托他上台演讲。

甚至像在康奈尔大学举行的全国政府研究学会会议，他也派西蒙参加，参加这些会议的都是

一些人们所熟悉的著名学者。1938 年，里德利和西蒙合作的《计量市政活动》一书正式出

版，西蒙为此感到受宠若惊，因为他发现自己已经跻身于“芝加哥学派”这一著名学术共同

体之列，他甚至感觉自己象是“祭坛上的年轻耶稣一样”（Simon，1991：63）。多年以后，

西蒙提到，在他的书房里挂着 7 张照片，他们分别是自己的父亲、梅里亚姆、巴纳德、罗斯

福、林肯与爱因斯坦，还有一位就是里德利教授（Simon，1991：72）。他对这位恩师的感恩

之情溢于言表：“（里德利教授）兼具理论洞察力和实践的精明才能，同时具有制定计划和保

证计划执行的能力，他还有调动合作者积极思考的天才。我尤其要感谢他对年轻人行事草率

的宽容，向年轻人委以重任的大度以及他真挚的友情”（p.xv）。 

从西蒙后来的研究兴趣来看，行为主义政治科学所强调的科学方法的至上性、社会科学

的统一性以及价值中立等基本理念，成为支配他一生的理论研究的基石。在其自传中，他突

出了芝加哥求学经历对他的影响：“对我自己来说，没有什么学校比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更

好了，它教我如何在思想历程上跋涉，并使我看到学科的社会组织与科学研究的相互作用如

何决定科研的方向和步调。它帮助我理解新观念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科学家既是传播者，

又是发现者，有时甚至是宣传者”（Simon，1991：63）。 



值得一提的是，西蒙也继承了芝加哥学派所特有的理论悖论：该学派之所以兴起，旨在

化解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危机，但它力图通过倡导价值中立和否定政治学的政治功能来达

到这一目的。这样，它就不问制度和价值的合理性而一头扎进了数量分析中。当政治学不再

关怀政治价值的时候，当方法论上的数量统计代替一切的时候，政治学也就失去了其本来面

目，尽管价值中立的背后蕴涵着自由民主主义政治的正当性。换言之，芝加哥学派的着眼点

是人及人的行为，但结果却远远背离了政治学的基本价值。 

 

（四）巴纳德的管理理论：西蒙组织理论的直接来源 

 

除了逻辑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政治科学以外，西蒙还受到了巴纳德的管理理论的深远影

响。西蒙曾多次坦承自己和巴纳德在思想的承继关系，早在《行政行为》第 1 版的“致谢词”

中，他说，“我特别要感谢切斯特·巴纳德先生：首先，他的《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对我

关于行政的思考有着主要的影响；其次，他对本书的初版进行了极其认真的批判性审视；最

后，他为本书作了序”（Simon，1997：p.xii）。在 1988 年接受戈林姆别斯基的采访时，西

蒙明确地说：“我是直接地建立在巴纳德的基础上的”（Golembiewski，1988b：278）。的确，

在今天的学术界，西蒙与巴纳德的名字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著名的巴纳德－西蒙

管理理论。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占部都美（1984：87）在《现代管理论》中写道：“巴纳德是

现代管理论的生父，西蒙是巴纳德的直接继承人。所以，现代管理理论又称为巴纳德－西蒙

理论。其影响广泛而深远，为今天的经营管理理论打下了根基”。 

巴纳德对西蒙的影响主要表现西蒙组织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上。巴纳德认为，研究管理必

须从研究组织开始，他以社会科学家的高瞻远瞩来看待组织，又以物理学家的细致态度来分

析组织，通过把社会学概念应用于分析经理人员的职能和工作过程，巴纳德进行了艰苦的科

学探究，建立了一个有关组织的定义和概念的逻辑体系。美国管理学家梅西（1985：25-26）

高度评价了巴纳德的这一工作：“现代管理研究的发展，其根源大多可在切斯特·巴纳德的

理论著作中找到。……他所提出的非正式组织、决策、权威和信息沟通等概念，后来均成为

管理学界的重要课题。在这些新发展方面，他对管理学其他领袖人物的思想影响，无论如何

强调也不过分”。彼得斯和沃特曼（Peters and Waterman，1982：101-102）甚至这样形容：

“切斯特·巴纳德 1938 年的《经理人员的职能》，可能值得被称为一个完整的管理理论。西

蒙 1947 的《行政行为》也是如此。马奇和西蒙合著的 1958 的《组织》包含了 450 个关于组

织的命题。它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理论。但或许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真正的组织理论

了”。因而，笔者也可这样说，巴纳德对西蒙组织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再怎么强调也

不为过。大体说来，这一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巴纳德对现代社会中组织的强调使得西蒙看到了组织的重要性。在《经理人员的

职能》的序言中，巴纳德（1997：序言第 2 页）指出，现代社会是一个组织的社会，组织是

现代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他将组织分为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其中，“正式组织是

社会的明确的构造材料。它们是使得人们的社会结合具有足够的一贯性以便持续下去的支

柱。没有这些支柱，社会就会分裂成敌对的集团，形成目的在于防守或攻击的敌对集团”（巴



纳德，1997：95），而随着正式组织规模与范围的扩大，它就要求社会凝聚力的扩大，而非

正式组织的态度、习惯和习俗将对这一凝聚力的形成和扩大起重要作用（巴纳德，1997：

95-98）。巴纳德的这一观点深深地影响了西蒙，从其《行政行为》的导言中，可以很清晰地

看到巴纳德的身影。西蒙（1997：18）说，在现代社会中，组织是必不可少的，因为“1、

组织环境塑造并发展了个人品格的习性；2、组织为那些处于负责任地位的人提供了对他人

行使权威影响的手段；3、通过构建沟通渠道，组织决定了用于决策的信息环境”。此外，还

可以看到，西蒙看待组织权威、“不关心区”、“接受”等许多思想，都可以在巴纳德那里找

到源头。 

其次，巴纳德对于组织中的人的观点成为西蒙对人的行为研究的直接起点。巴纳德

（1997：95）特别强调现代社会中组织对于人的意义，他将人看作是一种“组织的动物”，

“个人的行动必须直接在当地的集团内进行。一个人必须通过同他直接接触的集团来同大组

织、国家或教会发生关系”，而现代组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一个中心角色，没有组

织的存在，个人就是毫无意义的孤立的个体。巴纳德（1997）说过：“我是在把对经济理论

和经济的关心退到第二位的——虽然是不可或缺的——地位上的时候，才开始理解到了组织

以及那里的人类行为”。 在巴纳德之前的组织理论，受古典经济学的影响，偏重于专业分工

和结构效率，对组织中的人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果说巴纳德之前的组织理论更多地探

讨是组织的形式，那么，从巴纳德之后，组织理论就变成了一种关于人的行为的理论。 

最后，巴纳德突出了组织平衡问题的重要性，这既是巴纳德组织理论的核心意义所在，

也构成了西蒙决策理论的出发点。巴纳德把组织看作是一个协作系统，他说组织是“把两个

以上的人的各种活动和力量有意识地加以协调的体系”，因而协作是整个社会得以正常运转

的基本而又重要的前提条件。当一个组织建立起来后，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就成为组织的最终

目的。既然协作系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么，组织的平衡问题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一方

面使得组织对其成员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使得组织成员愿意为组织贡献。这就构成了巴纳德

所谓的“组织平衡论”。 

在巴纳德看来，组织平衡的关键，在于指组织为人们提供的诱因与人们为组织做出的贡

献保持平衡。在“诱因－贡献”二者之间，一旦失衡就会影响到组织的发展—前者若占上风，

会导致组织的无效率；后者若占上风，会影响组织的存续性。不难看出，这实质上是在要求

组织内部各构成要素——协作意愿、共同目标和信息交流之间的相互作用力量要彼此持平，

这样方能保证整个协作系统的健康发展。组织要使自己能够长期存在，必须适时地给它的成

员和可能的贡献者提供有效的诱因，以刺激或激励相关人员的协作意愿。因此，提供恰当的

诱因便成为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要使一个诱因能够有效，必须使它为个人提供的净满足能

够大于其他因素为个人提供的净满足。 

根据巴纳德的这一设想，组织平衡问题实际上就变成了组织决策问题，这就开启了西蒙

的决策理论。据西蒙本人回忆，他在《行政行为》一书共 14 次引用了巴纳德的著作。这虽

然不能直接作为充分证据，但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巴纳德对西蒙决策理论的影响。西蒙首先

认同巴纳德关于人是组织人的看法，他（1997）说：“理性的个体是而且必须是组织的的制

度化的个体”。但他更关注人为什么会选择加入、留在或离开组织的原因（即参加的决策）。



而在解释人为什么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决策时，西蒙采用了巴纳德的解释框架，即将组织看作

是一个包含诱因－贡献的交换系统。西蒙（1997）认为，组织的存在取决于协作系统平衡的

维持。这种平衡开始时是组织内部的，是各种要素之间的比例，但最终和基本的是协作系统

同其整个外界环境的平衡。 

如果西蒙只是停留在巴纳德的思想上，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决策理论。即使是巴纳德自

身，也多次坦承还需要有人作进一步的努力，通过发展“组织科学或协作体系科学”，以补

充和提高“执行艺术”的“力量”，因而他热切地希望这会激励社会科学家们的工作。西蒙

（1989：81-82）勇敢地承担起这一挑战，致力于推进巴纳德的相关理论的发展，他“进一

步将这一观念（即巴纳德的组织平衡观念——引者注）发展成为一种动机理论，即：组织向

其参加提供的诱因与参加者向组织资源所做的贡献两者之间相平衡的动机理论”。其次，他

也意识到了巴纳德留下来的挑战：“（巴纳德所依赖的）关于常识的行政理论，对我来说，并

不是可以完全接受的。这一领域要变成科学的，就非常需要系统的观察和实验。除非有人建

构起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框架，经验研究所呼吁的那种清晰性才可能达到”

（Simon,1991:73）。因而，占部都美说，尽管可以将巴纳德称为“现代管理理论之父”，但

关于现代组织理论，“巴纳德只是开了个头，并不是到此结束，他的理论已由西蒙加以修正

和发展”（占部都美，1984：92）。 

 

二、逻辑实证主义观照下的公共行政学 

 

传统公共行政学虽然自称是一门科学，但在西蒙看来，它建立在象“行政谚语”一样的

“行政原则”的基础上，因而是不科学的，必须予以彻底的批判。西蒙的理论旨趣不仅仅在

于批判，更在于以科学的方法振救公共行政学。他的论证逻辑是这样展开的：先找出传统公

共行政学的病灶所在，然后对症下药，以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重新划定行政学的地盘，并在

此基础上重构一门行政科学。本节将侧重探讨西蒙的行政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基石及其价值取

向。 

 

（一）“行政谚语”：西蒙对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批判 

 

在 1930 年代前后的美国，公共行政学被普遍认为是一门科学。既然是一门科学，那么

人们就有理由期望公共行政学也能象自然科学一样，形成众多普遍有效的法则或原则。比如，

当时的一位代表人物威洛比（W.F.Willoughby）就认为：“在行政中，存在着某些基本的原

则，这些原则具有普适性，就象那些表征任何科学的原则一样……”（转引自 Dahl，1947）。

另一位代表人物厄威克（L. Urwick）也表达了同样了观点：“就象存在着某些支配着桥梁建

造的工程原则一样，存在着某些支配着出于各种目的的人际交往的原则”（转引自 Dahl，

1947）。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人们相信，行政原则是在任何行政环境下都适应的普遍法则，

它们不会因文化、功能、环境或制度框架等的不同而有例外，行政官员们只要学会了如何应

用这些原则，就可以成为公共行政领域的行家里手。就其积极意义而言，对行政原则的热衷



与寻求“象征着公共行政学成为一种职业和一种学科的自觉的需要”（亨利，2002：26），这

种自觉大大地推进了公共行政在学术上和实务上的发展。如前所述，这一时期的美国公共行

政学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务界，“行政原则”都为公共行政

学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它在实践上成功地帮助政府和企业界解决了这些年代的一些最为紧迫

的问题，在理论上则形成了关于 POSDCORB 原则的广泛共识。 

POSDCORB 是古立克和厄威克提出的行政学七原则的缩略词，从字面上看，它们是关于

计划（Planning）、组织（Organization）、人事（Staffing）、指挥（Directing）、协调

（Coordinating）、报告（Reporting）和预算（Budgeting）的原则，但实际上它成了一个

象征，一个关于行政原则的自信心的象征。然而，西蒙的出现彻底击溃了这种自信心，他带

着一柄“逻辑实证主义”的大刀，砍倒了这些所谓的科学原则，他甚至要将传统公共行政学

连根铲除。 

西蒙（1946）先从总体上概括了以 POSDCORB 为代表的行政原则的共同缺陷。他说，“目

前流行的行政原则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如俗话说的‘祸不单行’一样，行政原则也总是成

对地出现。无论对哪个原则来讲，几乎都能找到另一个看来同样可信、可接受的对立原则”。

虽然这两条原则导致相反的意见、但是在理论上我们却不能指出哪一条原则是正确的，因此，

这些原则如同一般的谚语，不是真正的科学原则，只能被称之为“行政谚语”，建立在这些

原则基础上的公共行政学自然也就不成其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西蒙集中批判了被传统行政文献公认的四条行政原则，它们分别是“专业分工”原则、

“统一指挥”原则、“控制幅度”原则和“根据目标、程序、服务对象、地点划分组织”原

则。关于专业分工原则，西蒙（1946）认为，分工只是群体工作的本质，组织不论效率如何

均需分工，因为两个人不能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做同一项工作，分工只不过是不同的人在

同一时间做不同的工作而已，所以分工并不是有效行政的条件；此外，专业分工原则与统一

指挥原则也是相冲突的。西蒙（1946）举例说，根据专业分工原则，学校的会计部门便应该

听从其专业上级的指挥，而按统一指挥原则，它应听从校长的指挥。所以西蒙（1946）认为，

真正的统一指挥在任何行政组织中事实上都从不存在。关于控制幅度原则，它显然与另一条

人们常提到的组织层次应该力求减少的原则相冲突，因为缩小控制幅度势必增加组织层次。

西蒙还指出，控制幅度的数量到底为多少比较适宜呢？是 5 还是 6 或者是 4，都是没有科学

根据的。关于第四个原则，西蒙（1946）说，它自身就是相互冲突的，因为不可能同时按照

目标、程序、服务对象、地点划分组织。比如根据目标划分组织就必须牺牲按照程序、服务

对象和地点来划分组织的种种好处。西蒙（1946）举例说，市政府的主要机构如民政局、教

育局、建设局等是按照工作目标所划分的组织，各局都需要各种相同的总务、会计、统计、

普通行政人员等，服务对象都是该市区的全体市民，当然也就失去了根据程序（即按照专业

技术）、服务对象或地点划分组织的优点。他接着说，该市的这种依据工作目标而划分的组

织同时也都可以被视为是按照程序划分的组织。因为建设、教育等也可以说是达到市政府为

市民服务这一总目标的各种方法，而从整个国家来看，这些组织也是地域组织，教育局主管

该市的地区教育，建设局主管该市的地区建设，因此，一个组织到底属于上述四种组织中的

哪一种，这取决于从哪一种观点来看，仅就组织本身则很难说它们绝对属于其中的哪一种组



织。西蒙（1946）在总结他的立场时说：“现在的行政论述非常表面化、简单化，缺乏现实

主义精神。……它一直满足于谈论‘权威’、‘集权’、‘控制时限’、‘功能’，而未能对这些

词做出可行的定义”。西蒙在其《行政行为》的第 2 版序言中严词批评说：“我们谈论组织时

使用的语言与非洲撒哈拉族巫师治病时使用的语言差不多。往好了说，我们是靠谚语过日

子……我们是靠满嘴的胡言”。 

值得注意的是，与西蒙同时代的学者达尔和沃尔多等人也都看到了“正统论”公共行政

学的内在矛盾，并对之展开了不遗余力的严厉批评。在对“正统论”公共行政学进行批判上，

西蒙和他们是一致的。但在理论旨趣上却炯然有异。达尔和沃尔多等人批判的是，公共行政

学能否成为一门象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达尔（1947）认为，在“正统论”行政学中，规范

价值、人性和不同社会环境这三个问题都没有得到清晰的说明，因而，我们与一门公共行政

科学还相距甚远。 

但西蒙的看法是，既然“正统论”行政学研究方法只能得到谚语而得不出行政原则，既

然公共行政领域的研究质量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就应在研究方法上寻求新的突破，把公

共行政领域从当前的困境中解救出来。西蒙所说的新的方法就是在公共行政领域引入逻辑实

证主义和行为主义政治科学方法。所以，西蒙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指出这些原则的内在矛盾，

其更重要的目的是用逻辑实证主义对公共行政领域进行重新设计（亨利，2002：29）。从这

里可以看出，西蒙批判的基础并不是“反科学的”，恰恰相反，西蒙试图将公共行政学从“坏

科学”中振救出来。因而，当西蒙在挑战“正统论”行政学时，他也为公共行政领域提出了

一个更为可靠的、基于逻辑实证主义的解决方案。 

 

（二）事实与价值的区分：西蒙行政科学的方法论前提 

 

西蒙对公共行政理论的现状很不满意。尽管“正统论”行政学力图采取一种科学化的形

式，但在古力克等人那里所展现出来的所谓“科学”原则不过是一些建立在常识基础上的“谚

语”而已，它们貌似有理，但实际上却彼此冲突，相互矛盾。西蒙说：“我们已经表明，这

些古典原则是相互矛盾的，因而不能成为一门科学的基础”（p.50），不能满足公共行政科学

化的期望。那么，到底什么才能构成科学的基础？ 

1、逻辑实证主义的引入 

西蒙并不简单地停留于对“正统论”公共行政学的批评上，他进一步地分析了造成“谚

语”式的“行政原则”彼此冲突、相互矛盾的原因，认为它们主要来源于对常识的依赖，而

不是基于系统的观察和实验。“正统论”公共行政学为什么不能将基础建立在系统的观察和

实验上呢？西蒙认为，这是因为该领域还没有找到足够的语言和概念工具，所以，哪怕是对

一种简单的行政组织，它也不能加以实际的深刻的描述，也就是说，由于缺乏这种足够的概

念工具，人们不能为对行政组织结构与运作的有效性提供科学分析的基础（p.xi）。西蒙批

评说：“在我读过的关于各类行政组织的研究著作中，能抓住并用文字记下组织真正本质的

寥寥无几；至于能说服我相信，他们可以提出证据正确地推出关于组织效益的结论或组织改

良的建议的就更少了”（p.xi）。由于“这种事态构成了对我们的学科和我们这些科学家的严



厉指责”，西蒙决定构造一套能够进行上述描述的词汇，以便精确地描述行政组织的面貌和

运转状况（p.xi）。西蒙声称：“在一门科学能够创立原则之前，首先必须具备某些概念。例

如，在重力定律得以形成之前，必须先具备‘加速度’与‘质量’概念。因此，行政理论的

首要任务就是要建立一系列能够从理论角度描述行政问题的概念”（p.43）。由于这种概念不

包括有关学科的实质理论，只是用来作为研究这一学科，建立这一学科的理论或原则的工具，

所以称之为“概念工具”。西蒙（1989：77）自认，其最重要的著作《行政行为——行政组

织决策过程的研究》一书，正是他“在公共行政研究工作中尝试构造有效研究工作的研究工

具的探索结果”。 

西蒙在其《行政行为》一书中是如何构造这样一套概念工具的呢？西蒙（1989：96）认

为，既然“社会科学习惯于在自然科学最显赫的成就当中寻找榜样”，既然行政组织也能用

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加以认识，那么公共行政也希望借助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合法地累积

知识，它必须接受自然科学的标准，以研究的有效性、可测性、因果性来判断研究成果的可

接受性。在西蒙写作《行政行为》的时候，逻辑实证主义仍然很流行，西蒙和许多人一样，

认为逻辑实证主义是科学研究的代名词，只有遵循逻辑实证主义模式的研究才是理性的和科

学的。而为了建立这种有效的科学，人们首先必须确立某些关键性的概念。因而，西蒙明确

地主张：“行政理论的概念必须从人类抉择的逻辑学和心理学中导出”（p.xi），他特别强调，

“为了能够科学地应用这些概念，它们必须具有可操作性，也就是说，它们的含义必须符合

实验观察结果或状况”（p.xi）。他（1989：95）相信，一旦将行政理论确立在逻辑实证主义

这种稳固的根基之上，那么，它“将能经得住想推翻它的人以不利证据对它进行的大批攻击，

从而在逆境中生存下来，除非有一种符合证据的理论已经准备好取代它了”。要言之，西蒙

的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排除私人的和无法检验的数据以及私人启示，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基础建

立一门一般的行政科学。登哈特（2002：81）就此评论说：这一回答突显了他的逻辑实证主

义的哲学立场。 

虽然西蒙的行政理论是建立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但“西蒙的文本并没有太详

细地论及实证主义的文本，在这一意义上说，它既不是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的挑战，也不

是要补充支持性的论证；它只是利用它们去支持决策过程的研究”（法默尔，2005：257）。

西蒙本人也一再声称：“我不想对此（即逻辑实证主义──引者注）作辩护”（Simon，1997：

68；Golembiewski，1988b：290）。他只是说，“如果有读者对这些学说所赖以奠基的推理感

兴趣，可参照本章脚注中所列文献”（p.55）。
⑥
或许诚如戈林姆别斯基（Golembiewski，1988b）

所言，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他可以尽情地推进他的思想，而无需在本已充满争论的逻辑实证

主义上再次陷入纷争。 

2、“是”与“应该”的逻辑差异 

诚如本章第一节所述，逻辑实证主义对西蒙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其对“是”（事实）与“应

该”（价值）的区分上。西蒙承认，逻辑实证主义为在行政理论中讨论事实/价值区分提供了

                                                        
⑥ 在脚注中，西蒙详尽地列举了这些文献的名称，主要包括莫里斯的《指符理论之基础》、卡尔纳普的《逻

辑与数学的基础》、布里奇曼的《现代物理学的逻辑》、卡尔纳普的《可验证性与意义》、卡尔纳普的《语言

的逻辑句法》、艾耶尔的《语言、真理与逻辑》、史密斯的《超越良知》。 



哲学基础（p.68）。在此基础上，西蒙提出了在研究行政行为时将事实与价值分开的可能性，

然后制订了严格的实验研究方案，以便为建立一个一般的行政理论打下基础。 

在此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是”与“应该”的分离。从历史上看，逻辑实证主义与其

说是一个学派，不如说是一场运动。参与这一运动的中心人物，大都受过科学的专门训练，

他们把自己的哲学看作是从科学研究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因而是一种与传统哲学完全不同

的哲学，即科学哲学。逻辑实证主义最早可追溯到经验主义，西蒙自己也说，“如果我们用

‘经验主义’来代替‘逻辑实证主义’”，该书的整体论述也会照常前行（p.68）。虽然逻辑

实证主义各流派、各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不尽相同，但都承认经验证实是一条基本原则。 

休谟关于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为该原则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源泉。依照休谟（1980）的观点，

“是”（事实）与“应该”（价值）是两种不同的范畴，从“是”是无法推出“应该”的。休

谟的这一思想被逻辑实证主义继承并发扬光大了，他们认为事实与价值的这一区分是价值判

断不可证实的有力论据，并普遍相信，价值不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作为外在于客观世界之

外的东西，不具有经验的性质。既然价值不是经验的事实，不可被经验证实，因而，所谓的

价值谓词、价值判断等都不过是妄概念和妄判断而已（艾耶尔，1981：121-123）。由于坚持

这一原则，逻辑实证主义就从根本上放逐了价值问题。换言之，科学事实被看作是价值中立

的，是在变动不居的科学图景中唯一保持不变的“阿基米德点”。 

西蒙力图通过分离事实与价值和通过界定事实性命题为可验证的命题来建立一门行政

科学，他说：“和任何科学一样，行政科学也纯粹只关心事实性的陈述。道德论断在科学体

系中没有任何地位。但凡道德陈述出现的时候，它们都可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事实的，

一部分是伦理的；而且只有前者才与科学有某种关联”（p.360）。 

依照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西蒙认为，传统公共行政学没有将事实与价值两类要素进行

妥当的区分，“一方面，政府组织或政府的目标或最终目标通常使用非常一般化和模糊的‘公

正’、‘一般福利’或‘自由’等词语来描述；另一方面，指定的目标可能只是实现更远目标

的中间目标”（p.4）。因此，必须对它们加以区分，将事实表述为对环境及环境的作用方式

的某种描述，而将价值表述为行政人员对某种事物喜好的表示，即对该事物的某种判断。他

说，虽然“事实”一词容易引起误解，但只要我们坚持认为所谓“事实”就是“实际如何”，

而“价值”是指“应当如何”，那么就可以避免出现混淆。 

值得一提的是，西蒙意识到，“很多人认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立场已经不足以相信，

如今人们常把这个名称当成一个贬义称呼来使用”（p.68）。但西蒙仍然坚持他原来的逻辑实

证主义立场。他之所以仍然坚持这一立场，从表面上看，是为了“能够让人们都清楚了解‘是’

与‘应该’之间的区别”（p.69），但其真正的意图──诚如弗莱所指──是为了给行政科学

确立一个与“正统论”行政学不一样的研究领地（Fry,1989:185）。 

前一章谈到，“正统论”公共行政学的领地是由威尔逊确立的。威尔逊指出：“行政是置

身于‘政治’所特有的范围之外的。行政的问题并不属于政治问题”（Wilson,1887）。通过

“政治－行政两分”，威尔逊将行政活动限定在对手段而不是对目标的选择上，从而为建立

一门行政学确立了价值中立的领地（Fry，1989： 185）。 

但西蒙明确地表达了对传统的“政治－行政两分”的不满，并从描述性的角度和规范性



的角度拒斥了政治－行政两分（Fry，1989：186）。他认为，传统的两分法并不象威尔逊所

宣称的那样，真正地为构建行政学确立起一个必需的价值中立的领地。因为事实上具有极大

的模糊性，无论是政务官还是行政人员，都同时在履行威尔逊所界定的政治功能和行政功能，

比如政务官常常涉及手段的选择，而行政人员也不可分离地卷入政治功能。西蒙也从规范角

度拒绝了政治－行政两分法。西蒙认为，自威尔逊以后，政治机构和它们提出的规范性、实

践性问题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比如出现了等级控制的增长、政府运作的扩大等新情况，这些

都极大地限制政务官的能力和对行政官僚的控制，因而，试图建立对行政官僚的严密的、外

在的和等级的控制已难以成为现实。若果真如此，那么，立法机关与行政人员之间的职能划

分就是幼稚可笑的，因为“首先，出于政治原因，立法机关往往希望避免制定明确的、具体

的政策，而把这些政策制定工作推给行政机关去做。其次，行政人员可能根本不象这里描绘

的那样，是一个中立且顺从的人。他可能而且往往有他自己的一套明确的个人价值观，并希

望他的行政组织按他的意图行事，他还可能抵制立法机关独揽政策制定的做法，或在执行政

策的过程中故意破坏立法机关的决定”。西蒙（1961：106）就此得出结论说，将行政人员和

政策功能加以区分是不明智的，人们必须去发现一些行政人员在政策过程中使用技术知识的

方法。 

正是在对“政治－行政两分”加以批评的基础上，西蒙提出了本文前面所说的“事实－

价值两分法”。他认为这种建立在逻辑实证主义基础上的两分法为行政学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也为行政学提供了较恰当的标准（西蒙，1961：106）。依据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科学家的

客观性是最重要的，所以，科学家必须注意任何结论都要以事实为依据。为了防止主观性潜

入研究过程，科学家必须清除所有带有人的价值观的理论，科学家和受试者的价值观都不应

进入研究和建立的理论之中（登哈特，2002：80）。西蒙完全同意逻辑实证主义的看法，认

为科学家的任务是检验“事实”命题，以对显现行为的观察或从这种观察中逻辑推理出的结

论为基础，因此他主张用逻辑将事实与价值分开。“事实命题陈述的是可观察到的世界及其

运行的方式”（p.59），而价值命题陈述说的是应该如何做的问题，表达的是对事物的偏爱。

与价值观颇为捉摸不定的性质相反，事实性陈述是明确无误的，因为事实性命题是可以“验

证其真伪的命题──即它们对世界的表述是否是事实”（p.59）。就这样，通过采纳逻辑实证

主义的立场，即价值与事实是可以并确实是分离的，西蒙站在了常识的一边，并把自己的行

政理论置于这一领域的基础之上。麦克斯怀特（2002：155）非常恰当地指出：“从这个意义

上看，成功地处理事实－价值问题，是西蒙努力建立其研究的合理性的核心”。 

 

（三）效率至上：西蒙行政科学的价值取向 

 

首先回顾一下被西蒙所批评的“行政原则”。“正统论”学者之所以提出行政原则，是因

为他们相信，行政组织只有遵循这些行政原则，才会运作得更有效率。换言之，“效率”是

“正统论”学者的价值目标。西蒙的思想是极为激进的，因为他对“行政原则”进行了“最

深刻的解剖”，从而打破了整个原则理念（亨利，2002：28）。但西蒙的思想又是极为保守的，

他之所以要解构这些原则，并不仅仅在于揭示这些原则本身的内在矛盾，更重要的是他要对



公共领域进行重新设计：原有的“行政原则”不过是些“格言”罢了，难以真正地实现行政

效率，因而必须谋求更精致化的科学途径，即将行政科学建立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在

批评了“正统论”之后，西蒙又回到了它的价值立场上，即认为在一个价值中立的事实领域，

人们关注的首要价值就是效率。 

西蒙认为，效率一词“行政词典中是最常用的、当然也是最被误用的一个词” （Simon，

Smithburg，and Thompson，1962：490），其误用表现在其模糊性与多样性之上。就其最宽

泛的意义而言，它是“理性”一词的同义语。西蒙（1962：490）认为，效率可能是从是工

程学中借用的一个词，如用来表示能源投入与能源产出的比率，“因此，当在行政学著述中

遇到‘效率’一词时，读者们需要当心，它可能意指经济（即减少花费），或者只是简单地

被用作表达一种赞成”。就其狭义的用法而言，效率指净的正产值与机会成本的比率的最大

化（Simon，et,1962：493）。更准确地说，“如果在机会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一种选择能够

带来最大的可能收益，或者，在收益既定的情况下，一种选择所花费的机会成本最小，那么

这种选择就可被定义为有效率的”（Simon，et,1962：493）。 

通过分析效率概念的多义性与模糊性，西蒙明确地提出了他自己的效率观，即行政理论

不需要对效率进行数值测量，它重在比较两种备选方案效率的相对大小，因而，作为个人基

于效率观点作出决策的依据，“效率准则指的是，在给定可用资源的条件下，选择能产生最

大效益的备选方案”（p.256），换言之，在一定机会成本下应当选择能够获得最大成果的行

动，或者说，达到一定成果应选择机会成本最低的行动。西蒙特别强调，效率准则不同于理

性准则。依据理性准则作决策时要全盘考虑可能的行动、可能的结果以及整个价值体系，而

效率准则是一种将复杂现象予以简化后的决策依据；效率准则是在决策上接近理性准则的方

法。理性准则是在复杂决策情况下求最大成果，而效率准则是在简化决策情况下求最大成果。

通常人们首先要求在简化情况下的决策能获得最大成果，而后才可能在复杂情况下获得最大

成果。由于人的理性能力有限，行政人员只能以效率为决策准则。 

如果按照西蒙的上述观点，即效率被界定为是把组织要求的目标当作是既定的，效率只

是组织的投入与产出的关系的表达，那么，这一效率概念就是值得质疑的。众所周知，效率

是一个必然会激发不合乎需要的行为的概念，法默尔（2005:266）说，“效率为人所不欲的

例子有很多。如果把效率定义为选择最优化的方法去实现某一或更多既定目标，那么，只要

那目标是人所不欲的，效率也就是人所不欲的”，在此情形下，无效率倒成为可欲求之物。

西蒙看到了人们的这一批评，他深知，“对把‘效率’作为行政活动的指南的各种批评之声

不绝于耳，而且声势浩大”（p.259）。但他认为，尽管人们在批评效率，但并怎么真正地理

解效率。他梳理了几种流行的对效率的批评。一是机械效率观，这种观点将效率与那种机械

论的、盈利导向的、读秒测时行政理论联系在一起的（p.256），认为效率是机械的行政技术

性概念。二是“手段－目的”效率观，这种观点认为效率准则导致了“手段”与“目的”之

间的不正确关系，因为“手段”不适当地顺从了“目的”。三是“效率是不近人情”的观点，

认为效率只关注手段，而不顾目的。 

西蒙逐一批评了上述观点。在批评机械效率观时，西蒙认为，“效率只是一个用来排列

可能方案优先顺序的准则，根本不会限制为获得可能方案而采用的行政技术”（p.259），因



而，它不会降低行政人员在决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西蒙批评的重点放在对第二和第三种观

点上。他认为，我们可以用备选方案的价值要素和事实要素这种说法来避免手段－目的链

（p.259），他写道，“人们承认，效率作为一个科学的问题，主要关心的是‘手段’，考虑到

目的的多样性，‘有效率’的服务就是效率本身。但是，仅仅承认评价过程在科学的范围之

外，承认手段与目的相适应是有实际解决方案的决策问题的唯一要素，这并不等于承认效率

对效率所服务的目的漠不关心”。西蒙强调，“效率准则在价值评价过程中担负整合作用”

（p.260）。 

但是，西蒙又力图证明，科学是一回事，科学的运用是另一回事。他并不回避使用“好”

或“坏”这样的价值词来讨论公共行政学，但他更强调这些价值词的使用不会危及他所提倡

的科学方法的中立性。从组织的角度看，“好”是指能够提高组织实现其目标的能力，“好”

的或正确的行政行为在本质上就是指有效率的行政行为。他说，“从‘好的’行政的理性特

征中几乎直接得出来的行政基本原则就是，在若干个费用相同的备选方案中，应当总是选择

能够最大程度实现管理目标的方案。而在若干个实现程度相同的备选方案中，应当总是选择

成本最低的方案”（p.45）。西蒙认为，这一标准理所当然地应该是我们对行政科学的期待，

即把效率作为它的价值基石与主要目标，因而，“行政理论关注的是如何构建组织和组织如

何运转才能有效地完成其工作的问题”（p.45）。就此而言，奥斯特洛姆（1999:48）的看法

是深刻的，他说，“美国公共行政研究半个多世纪的思想努力所依据的是这一假设，完善行

政安排的等级组织，就是效率”，这一景观即使到了西蒙那里也没得到改变。 

 

三、决策：西蒙重建行政理论的拱心石 

 

批判传统公共行政学和在行政学研究中引入逻辑实证主义，这并不是西蒙所要达到的目

的。西蒙希望构建一种科学的行政理论，这种理论必须具有可操作性，能够反映客观经验事

实，能够说明组织中每个人做出了什么决策，以及他在做决策时受哪些因素影响。要言之，

“决策是行政的核心”（p.xi），“正是将决策看作是行政理论大厦重建的拱心石，西蒙才迈

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Augier and March，2001:398）。 

 

（一）为什么要从决策的角度研究行政学 

 

在《行政行为》一书的序言部分，西蒙反复阐述了他为什么要从决策角度研究行政学的

原因，这就是，“决策过程是理解组织的关键”（pp.ix-v）。西蒙坚持巴纳德的信念，如果我

们不理解行政人员所为之工作的组织，就无法理解他们的“投入”与“产出”（p.18）。西蒙

相信，大公司和政府机构这类大型组织在我们的人类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并越来

越受到人们日益密切的关注和评判，因为“除了睡眠时间以外，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组织

环境中度过的，……我们或多或少都担负着组织维护和改善的行政责任”（p.vi）。既然组织

对我们如此重要，我们就不能不对其予以关注。如何才能科学地、恰当地对组织予以关注呢？

西蒙回答说，这就要求我们恰当地理解决策过程，因为它是理解组织有效运作的关键所在。



为什么说决策是理解组织的关键呢？从《行政行为》中，我们可以梳理出如下几点理由： 

第一，“一般行政理论必须包括那些确保作出正确决策的组织原则，就像它也必须包括

那些确保有效行动的组织原则一样”（p.1）。西蒙认为，决策行为并不仅限于总体政策的制

定，因为总体政策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决策过程的结束。相反，正像“执行”工作，“决策”

工作也是渗透于整个行政组织之中的。虽然任何实际活动都包含“决策”和“执行”，二者

相互关联，不可分割，但”正统论”公共行政学却只关注“执行（行动）”，而不关注行动之

前的“抉择（决策）”。它们为什么“都不太关注采取行动之前的抉择问题，也就是在实际执

行之前决定要做什么事情”（p.1）？西蒙断定，这是因为“行政理论应该既关注决策过程也

关注行动过程”这一观念却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为了纠偏这一现象，西蒙强调，他的研究

就要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导致行动的抉择过程”（p.1）。西蒙认为，正是这样一种关注，

使得《行政行为》就像一个可靠的起航港口，让他得以“远航去探索人类决策行为的真知”

（p.vii）。 

第二，“分析组织和组织内部其他因素如何影响操作人员的决策和行为，是我们理解组

织结构和组织职能的最佳途径”（p.2）。一般来说，实现行政组织目标的实际工作是由组织

最低行政层级的人即操作人员来执行的，因而，“在组织的研究中，操作人员必须是关注的

焦点”（p.2）。西蒙举例说，制造实体汽车的不是工程师或经理，而是装配工人；火灾是消

防队员扑灭的，而不是消防队长扑灭的。然而，仗虽然是士兵打的，但指挥官对于一场战事

的影响比任何单个士兵更大。西蒙认为，这种起管理和监督作用的非操作的人员在实现组织

目标上的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其对最低层级的操作人员的决策影响的大小。比如，一个指挥

官对一场战事的影响程度，就在于他用他的头脑对其士兵开抢的手的影响程度，亦即影响士

兵决策的程度。 

第三，“对组织的科学描述，就是要尽可能说明每个组织成员制定了哪些决策，以及制

定每项决策时受到了哪些影响”（p.43）。西蒙认为，现有的行政学理论对行政组织的描述还

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因为它们对一个组织的说明在很大程度上都限于组织的职能分配与

组织的正式权力结构，而几乎不关注其他类型的组织影响与沟通系统。而要达到行政分析的

目的，仅仅从职能和权威链的角度来描述行政组织是完全不够的。西蒙举例说，当描述一个

“部”级机构时，如果人们说，一个部由三个局组成，第一局具有某某职能，第二局具有某

某职能，第三局具有某某职能，那么，这种描述就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因为它无助于我们

了解关于组织安排可行性的信息，无助于我们了解局级或部级决策的集中程度，无助于了解

各部对各局行使权威的真实范围及行使这种权威的机制，也无助于发解沟通系统究竟是如何

协调三个局之间的关系的（p.44）。因而，西蒙强调，“对集权的实际分析，必须包括对组织

中决策权分配善的研究，还必须包括上级对下级决策方法的研究”，只有这样，我们的分析

才能显示一幅比单纯列举各组织单位的地理位置要复杂得多的决策过程的景象（p.44）。 

第四，“组织行为是由各种决策过程构成的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p.305），理解组织行

为就是要理解决策过程。西蒙认为，行政行为是团队行为，行政活动是用多数人的力量去完

成某种工作的活动，要用多数人的力量去完成工作，就必须发展出一种运用组织力量的技术

方法，即所谓行政过程。而这种“行政过程就是决策过程”（p.7），即划分组织中每一个人



应作哪一部分决策的程序。他举例说：“如果团队的任务是建造一艘船，首先要画出该船的

设计图，一经组织采用，该设计图就会限制和指导实际造船者的行为”（p.7）。在西蒙看来，

几乎所有组织决策都不是一个人的责任，即使是采取特定行动方案的责任最终确实落在某个

人身上，但如果仔细地推敲该决策的制定方式就会发现，各种决策要素都能追溯到参与决策

前提确定的许多个体身上。因此他强调，“团队行为不仅要求采取正确的决策，而且要求所

有团队成员都采取一致的决策”（p.8），这就更要求有一个总的工作计划来协调和控制所有

组织成员的行为。 

西蒙的学生、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费根鲍姆回忆说：“我对他（指西蒙──引者注）无

穷的知识和巨大的贡献感到敬畏，我曾问他为什么能掌握这么多的领域。他的回答令我难以

忘怀，他说，‘我是沉迷于单一事物的偏执狂。我所沉迷的东西就是决策’”（Edward 

Feigenbaum，2001:2107，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西蒙在自传中也说，他一生的研究，都是在

追求“决策真理”，在于努力提高人类决策的智力。的确，“决策”理论不仅仅是西蒙行政理

论的拱心石，而且也是沟通西蒙的行政研究与其他学科领域的桥梁，他在公共行政领域对决

策的思考“为他此后的学术生涯设定了模式和议程”（Augier and March，2001:401）。在攻

读博士学位期间，西蒙主攻的方向是公共行政学，其博士论文后来发展成奠基其一生学术地

位的《行政行为》。在 1950 年代中期，西蒙的兴趣转向了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并成功地把

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和管理决策程序结合起来进行人工智能的研究，开创了人工智能研究的

先河。尽管西蒙在多个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但他的这些研究并不是简单地在一些不相干的

领域找寻自己的乐趣，他始终注意将一个共同的主题贯穿于其全部的学术生涯中。这个共同

的主题就是关注人的决策。这一主题反映在他的主要学术著述中：如《行政行为》作为确立

决策的一些目标的理论，重点在于为组织理论学说分析和构建一种共同的运作语言；与史密

斯伯格和汤普逊合著的《公共行政》旨在综合有关公共行政的多种观点，但强调组织的决策

制定；与马奇合著的《组织》阐述了《行政行为》提出的理论框架；其论文集《人的各种模

式》旨在将其决策理论中的一些基本因素格式化；《管理决策的新科学》旨在探讨计算机对

组织决策的影响。他的这一共同主题恰恰植根于他早年在公共行政领域对决策知识的追求中

（Fry，1989:184）。 

 

（二）决策的主体：具有有限理性的“满意人” 

 

一旦将决策确定为重建行政理论的拱心石，西蒙就试图建立一套分析术语和分析框架来

对实际的行政决策过程进行分析（p.85）。西蒙认为，行政组织的基础是理性的概念，成立

组织是为了提高人的理性，规范人的行为是使其接近抽象的理性，因而，“行政的任务就是

设计出一种环境，让个人在制定决策时，确实能够接近根据组织目标来评判的理性”（p.322）。

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决策都是在“给定条件”的环境中发生的，决策主体把这些“给定条件”

看作是决策所依据的前提条件，因而其决策行为必须适应环境所设置的限度。这样，西蒙就

提出了其“有限理性”的概念，并依据这一概念提出了“满意人”决策模式。 

从历史上看，认为人的理性关注的是诸如公正、平等和自由等人类社会的本质问题是一



个长期的哲学传统。但是西蒙的看法与此相反（登哈特，2002:81），他的理性概念的特点突

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理性关注的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问题。西蒙认为，以理性的方

式就是以能够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的方式行事，或者从相反的角度来说，个人要想理性地行

事，就必须遵从组织领导。如果我们把能够有效地完成特定目标的行为定为理性的行为，显

然遵守规矩和完成指定的工作就是惟一理性的路径。所以西蒙写道，“速记员的理性体现在

把速记稿件打印出来的过程中，而不管稿子是什么内容。而其雇主的理性则体现在确定打字

的内容上，他自然认为打字员关注的是打字稿的形式”（p.327）。 

其二，理性理性概念是与决策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理性，“就是依据评价行

为结果的某些价值系统而展开的对有效手段的选择”（p.84）。西蒙认为，“要建立一种行政

理论，就必须进一步考察理性的概念，特别是要很好地澄清‘对有效手段的选择’意味着什

么。对这个概念的澄清过程，将相当有益于我们理解‘效率’和‘协调’这两个概念──它

们对于行政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p.72）。西蒙反复强调，“良好的”行政就是在实际

上能适应其目的的行为，要发展一套行政决策理论，必须要全力注重研究抉择的理性层面

（p.73）。 

如何理解理性的概念呢？西蒙首先审视了理论界对理性概念的既有看法。他说，“社会

科学在对待理性的问题上深受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之苦”（p.87）。一方面，经济学不合理

地赋予“经济人”无所不知的理性：“经济人”拥有完整、一致的偏好体系，让他始终可以

在各种备选方案之中进行选择；他始终十分清楚到底有哪些备选方案；为了确定最优备选方

案，他可以进行无限复杂的运算；概率计算对他来说既不恐怖也不神秘。另一方面，社会心

理学家试图将所有认知活动归因于情感，大有抛弃理性的趋势（pp.87－88）。西蒙认为，这

两种看法都不是对真实生活中所实际出现的那种理性的客观的描述，因为，在现实世界里，

人类行为只是有限的理性行为，真实的人类行为并不能有效地满足经济学家们所定义的客观

理性的概念。按照这种客观理性的要求，（1）行为主体（即决策者）必须完全了解所有同决

策有关的具体问题的目标；（2）所有有关问题的信息都是可以得到的；（3）决策者能辨别所

有的选择；（4）决策者能有意义的评估这些选择并预期每项决策产生的结果；（5）决策者要

在所有可行的备选方案中做出恰当的选择，即所作的选择能最大限度地扩大其指出的价值。

但是，在实际中，每个人对于自己行动所处的环境条件只有片面的了解，比如，我们对决策

结果的了解总是零零碎碎和不完整的；而由于决策产生的结果未来才会发生，所以在给它们

赋值时就必须用想象力来弥补真实体验的不足；决策者通常只可能想到有限的几个可行方案

而已（p.93）。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西蒙回答说，因为理性是“有限的”，理性的“有

限性”来源于人类头脑没有考虑一项决策的价值、知识和相关行为的各个方面的能力

（p.117），比如说，人们在决策的过程中，会受到无意识的技能、习惯和反射动作的限制，

或者受到影响其决策的价值观和与目的有关的各种概念的限制，或者受到有关其工作事务的

知识水平的限制。 

西蒙一再强调，只有在现实世界里，真正的组织理论和行政理论才有生存的空间（p.88）。

因此，他认为，“行政理论，是关于意向理性和有限理性的一种独特理论──是关于那些因



缺乏寻求最优的才智而转向寻求满意的人类行为的理论”（西蒙，1988：第三版导言
⑦
）。寻

求最优的人就是“经济人”，寻求满意的人就是“行政人”，只有通过研究理性的限度，用“行

政人”来取代“经济人”，才能全面、综合地列举出评价行政组织时必须权衡的各项准则（西

蒙，1988：第三版导言）。要把“经济人”转变为“行政人”，即建立在“有限理性”基础上

的“我们在现实生活里所见到的人”，需要做两个根本转变（西蒙，1988：第三版导言）。一

是将从寻求最优，即“从可为他所用的一切备选方案当中，择其最优者”，转变为寻求满意，

即“寻找一个令人满意的或‘足够好的’行动程序”（西蒙，1988：第三版导言）。西蒙（2002：

205）认为，“行政人”是“经济人”的“堂兄弟”，甚至是“亲兄弟”，“行政人”宁愿“满

意”而不愿作最大限度的追求，满意于从眼前可供选择的办法中选择最佳的办法。二是将“纷

繁噪乱的真实世界”转变为一个“粗略的简化模型”（西蒙，1988：第三版导言）。西蒙认为，

“行政人”对行政形势的分析易于简化，不可能把握决策环境的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因此，

他只具有“有限理性”。 

西蒙明确地指出，这两个转变确立了“行政人”的两个基本特征，具有重要的意义。“首

先，因为他寻求满意而非最优，所以，他不用先考虑一切可能的备选行动方案，也用不着确

认存在着全部备选行动方案，便可以进行选择。其次，由于他把世界看成是近乎空旷的，不

考虑事物之间的一切相互联系（它们会使思考和行动如入烟海），所以，行政人能用相对简

单的经验方法来制定决策。这些方法不致于给他的思考能力强加上无法负担的重任”（西蒙，

1988：第三版导言）。 

正是基于上述对客观理性──“经济人”假设和有限理性──“行政人”假设的认识和

分析，西蒙提出了他关于决策准则的看法──应该用“令人满意的”准则取代“最优化”推

则。西蒙认为，既然所谓的“客观理性”或“绝对理性”事实上并不存在，那么我们就不应

该把建立在“绝对理性”基础之上的“最优化准则”作为决策的准则；相反，我们在决策时

由于没有求得“最优化”的才智和条件而只能满足于“令人满意的”这一准则。所谓令人满

意的决策准则，具体地说就是，在决策时决定一套标准，用来说明什么是令人满意的最低限

度的备选方案，如果拟采用的备选方案满足了或者超过了所有这些标准，那么这个备选方案

就是令人满意的。西蒙把这一模式称之为“满意人模式”，即决策者由于受知识和分析能力

的限制，因而总是接受一些就其向往的程度来说只是满意或充分的选择。此外，西蒙还指

出．按照令人满意的准则进行选择时，有时进行选择的标准本身也可以加以变动，例如，在

按照原定标准寻找不到令人满意的任何备选方案时，就有必要考虑改变原定的标准。西蒙宣

称，“在我整个精神活动的核心中有两个相互关联的观念：（1）人类所能获得的只是一种非

常有限的理性；（2）作为人类认知有限性的一个结果，人们易于认定达成子目标”（Simon，

1991：88）。要言之，满意人模式代表西蒙的这一努力，即在更广阔的理性背景下为人类提

供一种恰当的决策模式。 

 

                                                        
⑦
 参见杨砾等译《管理行为》（1988年），该中文版根据《行政行为》1976 年英文版译出。该中文版将

“Administrative Man”译为“管理人”，在本文引用时，根据我们的理解改译为“行政人”，相应地将“管

理行为”、“管理理论”改译为“行政行为”、“行政理论”。 



                             小结 

 

西蒙看到了“正统论”公共行政学的不足，他尝试通过引入逻辑实证主义来重建一门更

加有效率的行政科学，并以决策作为这门科学的拱心石。法默尔就此（2005：273）评论说，

西蒙的行政思想“是坚固地建立在现代性的框架上的（正如西蒙自己首先同意的），因而把

现实原则视作是理所当然的；他所关心的是促进现实的生产，以理性的方式将手段和目的结

合在一起，以获得实际的结果。他的指涉对象是现实；他就处于现实原则的范围之内”。西

蒙提出的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行政理论尽管遭受到了诸多批评，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经典的

理性行政研究模式，这一研究模式与进步主义的思维相一致，并且与政治科学的行为革命相

互呼应，从而成为解决公共行政中效率问题的一种令人兴奋的研究途径，至今依然是思考公

共行政的一种基本思路（Fry，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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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Administration as a Administrative Science 

──On Herbert Simon’s Administrative Thoughts 

 

Abstract  Herbert Simon argued that the failure of orthodoxy lies in the lack of a set of scientific conceptual 

tools, therefore he advocated that we should adopt the research method of natural science to study the 

individuals’ behavior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By introducing the logical positivism, and 

reestablishing a more scientific administrative science, Simon set up a classical rational research approach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Conforming to both Progressive thought and Behavioral revolutiona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is research approach remains a successful method for resolving the problem of 

efficiency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essence, this approach is subject to technical rationality, and it does 

not deny the mission and value dimension of the orthodoxy, although it emphasizes the logical positivism 

on its methodological dimension.  

 

Key words Herbert Simon, Decision-making, Logical Positivism, Behaviorism, Administrative Science 

 


